
中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政策效应

———基于 “河长制”演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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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污染治理是建设美丽中国赢得攻坚战和持久战的重要方面。基于国

控监测点水污染数据和手工整理的河长制演进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河长制

在地方实践过程中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河长制达到了初步的水污染治理效果。

但河长制并未显著降低水中深度污染物，可能揭示了地方政府治标不治本的粉饰性

治污行为。在全面推行河长制的进程中，各级政府制定清晰且适宜的治理目标，设

计健全可行的问责机制，引进专业第三方水质检测机构进行监督，将取得更好的治

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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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
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
现在到二〇二〇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
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
历史检验。”①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② 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第三大攻坚战污染防治，十九大报告强调 “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其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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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水污染防治，实施流域环境和近岸海域综合治理”，“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强化
排污者责任，健全环保信用评价、信息强制性披露、严惩重罚等制度”。① 在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体制总体改革持久战中，这些问题都涉及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目标
是 “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②

如何设计有效的环境治理政策，是学术界和政策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不少研究
指出，市场化的环境治理手段可以有效缓解环境污染问题，如排污权交易等。③ 但
环境供给是作为公共品存在的，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优质环境作为人民美好生
活的需要之一，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关键抓手。创造优质生态环境需要
健全环保信用评价，针对当前环境政策进行有效性评估和经验总结，以便更加合理
地设计政府主导的环境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主导的环境政策都是自上而下的，中央政府制定环境政
策，由地方政府负责执行。研究表明，我国中央政府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环境
法律法规体系，当前环境治理低效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没有全面贯彻落实
中央政府的环境政策。④ 为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本文试图回答二者关系中
的一个关键问题：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的发展利益而自主实施的环境政策，能否有效
降低污染。在我国水污染治理领域，作为近年来十分重要的一项环境政策，河长制
最初由地方政府自主实施和推广。２０１６年底，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深改组第２８
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该意见指出，２０１８年底前全国将全
面建立河长制，标志着河长制从地方实践上升到国家行动。⑤ 对于这一自下而上与
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污染治理攻坚战，需要严谨地评估河长制在地方实践中的水污染
治理效应，尤其需要发现地方政府自主推行河长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以期为全面
推行河长制提供必要的政策启示，同时为破解环境治理低效难题提供新思路。

本文基于国控监测点水污染数据和手工整理的河长制实施数据，使用双重差分
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ＤＩＤ）识别河长制的水污染治理效应。结果发现，在
地方实践过程中，河长制显著增加了水中的溶解氧，取得了初步的水污染治理效应，

但未显著降低水中深度污染物，可能揭示了地方政府治标不治本的粉饰性治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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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全面推行河长制的进程中，各级政府需要制定明晰且适宜的治理目标，实
施有效的问责机制。在鼓励公众参与的同时，尤其需要引入专业第三方水质检测机
构加强监督。

从既有文献看，随着政策分析工具的发展，近年来有不少文献展开对环境治理
政策的效果评估。具体到我国特定的情境下，多数文献关注了空气污染治理政策。

例如，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等、Ｈｅｒｉｎｇ和 Ｐｏｎｃｅｔ以及 Ｔａｎａｋａ分别研究了 “两控区”政策
（ＳＯ２和酸雨控制政策）对产业效率、出口贸易以及婴儿健康的影响。① 相对而言，

针对我国具体水污染治理政策的效应评估文献偏少。其中，部分学者围绕中央政府
五年规划中水污染减排要求展开分析。例如，Ｃａｉ等和 Ｗｕ等分别研究了 “十五”

规划和 “十一五”规划中关于ＣＯＤ和ＮＨ减排要求的影响，发现水污染治理引致
跨界污染及其向西部转移。② 与这些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方面。第一，

这些研究考察的均是自上而下的环境政策，未研究地方自主性环境政策的影响。本
文着重评估河长制这一地方性环境政策的治理效果，拓展了我国环境政策的研究视
角。第二，借助河长制在各地区渐进性推行的特征，本文通过大量的识别假定检验
和稳健性检验，有效处理了地方自主性政策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第三，河长制的治
理经验还可较好地应用于空气、土壤等领域治理，因而本研究颇具有一般性。第四，

在分析中采用了更加微观和翔实的水污染数据。

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为：第一部分介绍河长制演进的政策背景；第二部分介绍
本文的实证策略、变量以及数据；第三部分报告初步的实证结果、识别假定检验和
稳健性检验；第四部分报告拓展性讨论；最后为结论。

一、政策背景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环境保护被列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后，中央政府颁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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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治理环境污染的法律法规。除了１９８９年通过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

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迄今已经制定了几十部关于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法律，包括
《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① 同时，为

了加大环境政策的统筹协调力度，中央政府不断调高环境保护局的级别，并于２００８
年将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从国务院的直属单位升格为组成部门，２０１８年又将环境保护

部的全部职责和其他６个部门相关的职责整合，组建了新的生态环境部。尽管中央

政府很早就开始重视环境保护，但几十年的高速工业化使我国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

至今仍十分严峻。以水污染为例，截至２０１６年，在全国６１２４个地下水监测点中，

水质为较差级以下的占比高达６０．１％。② 地方政府未能有效执行中央政府制定的环

境政策，往往被视为环境治理低效的重要原因。在官员晋升锦标赛下，经济增长

仍然是绩效考核的主要指标，地方政府具有非完全执行中央环境政策的激励。③

由于地方政府在执行层面的自由裁量空间，自上而下环境政策的效果不彰，这

在学术界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关于地方政府自主推行的环境政策能否取得有效的治

理效果，已有研究缺乏相应的评估。本文关注的河长制，首先是项典型的地方性环

境治理政策。该政策发轫于２００７年爆发的无锡太湖蓝藻危机。这次水源地污染事件

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迫使无锡当地政府开始寻找治理水污染的新模式。④ 在无

锡市政府首次推出河长制政策后，这一政策逐渐在我国其他地区廓张。以２００８年为

例，江苏太湖流域的苏州等地、浙江长兴、云南昆明、河南周口、辽宁全境以及河

北邯郸等地陆续推行了河长制。自２０１６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颁布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以来，各地区纷纷加快推行河长制的脚步。根据水利

部部长的介绍，截至２０１８年３月，全国已有２５个省份建立了河长制，并且预计在

２０１８年６月底，全国将提前全面建立河长制。⑤

·５９·

中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政策效应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包群、邵敏、杨大利：《环境管制抑制了污染排放吗？》，《经济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２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等发布的 《２０１６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相关数据计
算。参见 《２０１６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２０１７年６月６日，ｈｔｔｐ：／／ｅｃｅｐ．ｏｆｗｅｅｋ．
ｃｏｍ／２０１７－０６／ＡＲＴ－９３００８－８１２０－３０１４０４４９．ｈｔｍｌ，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６日。
参见张华：《地区间环境规制的策略互动研究———对环境规制非完全执行普遍性的解
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６年第７期。
河长制继承了我国历史上治水的经验，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例如，明代刘光复创立
的圩长制就是河长制的雏形，参见邱志荣、茹静文： 《明代浦阳江治水史上的杰出创
举———诸暨知县刘光复推动实施河长制》， 《紫光阁》２０１７年第２期。但是需要指出，
尽管本文研究的河长制与历史上辖区官员负责治水的制度 （如圩长制）存在相似性，
但本质并不完全相同。一是治水的目标不同。过去治水重在防汛，而河长制目的在于
治污。二是官员治理激励不同。过去官员激励来源于单一的服从上级命令，而河长制
面临的官员治理激励更为复杂。
《年内全面建立河长制湖长制》，《北京晨报》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０日，第Ａ０７版。



图１报告随着时间的推移，河长制在本文样本中各地区渐进演进的趋势，为本
文准确识别其政策效应提供了可能。当前关于河长制政策效应的研究侧重定性分析，

缺乏系统性的实证研究，因而难以对河长制真实的治理效应形成准确的判断。一些
定性研究认为，作为从环保问责制和领导督办制衍生的水污染治理责任承包制，河
长制将治污责任落实到地方党政一把手，可以有效解决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缺乏治污
激励的痼疾，也可以避免以邻为壑，实现上下游共治。而且，地方主要官员具有协
调辖区众多涉水部门的权力，能够避免过去 “九龙治水”的弊端。① 但事实上，河
长制在地方实践过程中是否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仍然存在争议。例如，王书明和蔡
萌萌提出，② 河长制无法根除委托—代理问题，基层河长可能会合谋隐瞒真实的治
理信息，使得行政问责难以落实。③ 河长制过于依赖人治，会受到地方官员差异性
治理激励的影响，可能导致 “人走政息”，受限于地方官员的有限精力，还可能存在
“县官不如现管”的现象。④

图１　河长制的演进趋势

　　　注：纵轴表示本文样本中推行河长制的地级市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区官方公布的关于河长制推行的文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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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熊烨：《跨域环境治理：一个 “纵向—横向”机制的分析框架———以 “河长制”为
分析样本》，《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王书明、蔡萌萌：《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 “河长制”评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
境》２０１１年第９期。
我们梳理各地区推行河长制的进程时发现，部分地区河长制无人问津，也未有相应问
责。参见 《济南 “河长制”４年　打公示电话竟有人不知道这回事》，２０１６年６月２７
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ｄｚｗｗｗ．ｃｏｍ／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ｓｄｎｅｗｓ／２０１６０６／ｔ２０１６０６２７ ＿１４５２３８３９．
ｈｔｍ，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日。
此外，在我国政治体制下，过于依赖人治还可能会出现环境治理 “上梁不正下梁歪”
的现象。比如，副市长负责的河道，其治理效果可能会参照市长、市委书记负责的河
道治理效果。如果上级治理乏力，可能引发下级官员水污染治理不逮的连锁效应。



二、实证策略和数据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我们采用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评估河长制在地方实践过程中的政策效应。具体
使用与Ｌｉ等类似的模型设定，① 基准回归的形式如下：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ｉｔ＝βＨｅ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ｉｔ＋λＸｉｔ＋αｉ＋γｔ＋εｉｔ （１）

其中，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ｉｔ为ｉ监测点第ｔ年的水污染指标，Ｈｅ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ｉｔ为ｉ监测点第ｔ
年是否受河长制政策影响的哑变量，如果受到河长制政策的影响，这一变量取值为

１，反之取值为０。Ｘｉｔ为控制变量集合，包括人均ＧＤＰ、ＧＤＰ增长率、夜间灯光亮
度以及地表气温。αｉ为监测点固定效应，γｔ为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ｔ为误差项。

采用哑变量刻画各监测点是否受河长制影响，并不能区分河长制实际执行力度
的差异。因此，在拓展性讨论部分，我们将核心解释变量Ｈｅ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ｉｔ即是否受河长
制影响，更换为河长制实际执行力度Ｈｅ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ｉｔ，作为对 （１）式估计
结果的拓展性讨论。计量方程如下：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ｉｔ＝βＨｅ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Ｉｎｔｅｎｔｉｔｙｉｔ＋λＸｉｔ＋αｉ＋γｔ＋εｉｔ （２）

依据相关研究，② 河流污染存在空间负外部性。因此，河长制作为水污染治理政
策理应具有空间正外部性。为了对此进行验证，基于 （１）式，构建如下计量方程：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ｉｔ＝βＨｅ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ｉｔ＋α∑
δ
∑
ｊ
ｗδ～δ＋１００ｉｊ Ｈｅ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ｊｔ＋λＸｉｔ

　　　　　　 ＋αｉ＋γｔ＋εｉｔ （３）

其中，ｗδ～δ＋１００ｉｊ 表示阈值为 ［δ，δ＋１００］的地理距离倒数矩阵元素，以１００ｋｍ
为步进距离，δ＝１００，２００，…，７００ｋｍ。当距离在阈值范围内，该元素取值为距离
倒数，否则为０。空间权重矩阵经行标准化处理，对角线设为０。

根据前文对河长制政策优劣势的分析，河长制的水污染治理效应，可能受到地
方官员治理激励的影响。并且，河长制可能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以邻为壑的行为。

为检验这些判断，建立以下计量模型，作为 （１）式的拓展分析：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ｉｔ＝βＨｅ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ｉｔ＋φＧｒｏｕｐｉｔ＋θＨｅ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ｉｔ×Ｇｒｏｕｐｉｔ（ ）＋λＸｉｔ
　　　　　　 ＋αｉ＋γｔ＋εｉｔ （４）

与 （１）式相比，（４）式增加了Ｇｒｏｕｐｉｔ和Ｈｅ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ｉｔ×Ｇｒｏｕｐｉｔ两项，以考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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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Ｌｉ，Ｙ．Ｌｕ　ａｎｄ　Ｊ．Ｗａｎｇ， “Ｄｏｅｓ　Ｆｌａｔｔｅｎ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２３，

２０１６，ｐｐ．１８－３７．
参见 Ｈ．Ｓｉｇｍａ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Ｒｉｖｅｒｓ：Ｄ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ｒｅｅ　Ｒｉｄｅ？”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２，ｎｏ．４，２００２，ｐｐ．１１５２－１１５９．



长制的水污染治理效应是否受到相关因素的影响。当研究地方官员治理激励对河长
制政策效应的影响时，Ｇｒｏｕｐｉｔ为监测点所在辖区主要官员的年龄；当研究河长制在
地方实践过程中是否存在以邻为壑行为时，Ｇｒｏｕｐｉｔ为监测点是否位于边界的哑变
量，或相距最近边界的距离。

最后，根据以往研究，① 相比于农业和生活面源污染，我国地方政府更容易对工
业点源污染进行有效治理。因此，我们进一步从微观企业的视角，考察河长制是否降
低了辖区工业水污染，作为 （１）式的拓展性讨论。构建如下三重差分模型 （ＤＤＤ）：

　　Ｆｉｒｍｃｋｔ＝θ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ｋ×Ｈｅ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ｃｔ＋νｃｔ＋ψｋｔ＋σｃｋ＋εｃｋｔ （５）

其中，Ｆｉｒｍｃｋｔ表示ｃ城市ｋ行业第ｔ年的生产活动；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ｋ表示产业ｋ是否
为水污染密集型产业，如果是水污染密集型产业，该变量为１，否则为０；νｃｔ、ψｋｔ、

σｃｋ分别表示 “地区—年份”固定效应、“产业—年份”固定效应、“地区—产业”固
定效应，εｃｋｔ为误差项。

（二）变量设置与数据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主要是我国各监测点报告的水污染情况。我们首先整理了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４９７个国控②断面监测点报告的水污染数据，③ 包括８个分项指标和

１个综合指标。８个分项指标包括溶解氧、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

石油类、挥发酚、汞以及铅。除汞的单位为μｇ／Ｌ外，其余指标的单位均为 ｍｇ／Ｌ。

综合指标为水质，分六个等级 （Ｉ类、ＩＩ类、ＩＩＩ类、ＩＶ类、Ｖ类以及劣Ｖ类），分
别赋值１—６，等级越高表示水污染越严重。该数据来自于历年 《中国环境年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编，北京：中国环境年鉴社）。为了避免本文核心结论
受到样本区间偏短的影响，我们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爬取了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全国主要
流域重点断面水质自动监测周报，整理得到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１５０个自动监测点关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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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Ｍ．Ｋａｈｎ，Ｐ．Ｌｉ　ａｎｄ　Ｄ．Ｚｈａｏ，“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ｔ　Ｂｏｒｄｅｒ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７，ｎｏ．４，２０１５，ｐｐ．２２３－２４２．
在研究我国环境问题时，数据质量的可靠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地方环保部门受
到地方政府的干扰，存在谎报污染数据的可能。本文选取国控断面监测点水污染数据，
可以保证较高的数据质量。参见Ｄ．Ｇｈａｎｅｍ　ａｎｄ　Ｊ．Ｚｈａｎｇ，“‘Ｅｆｆｏｒｔｌｅｓｓ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ｏｎ：’Ｄ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ｅ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ｖｏｌ．６８，ｎｏ．２，２０１４，ｐｐ．２０３－２２５．
这些国控监测点覆盖了我国最主要的水系：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
河、西北诸河、西南诸河以及浙闽区河流。中央政府从２００４年开始大规模增加国控监测
点数量，因此该样本始于２００４年。由于 《中国环境年鉴》在２０１０年以后不再公开详细的
监测点水污染数据 （换之以水系层面的加总数据），因此该样本的研究期截至２０１０年。



学需氧量、氨氮以及综合水质①的年均值，进行稳健性检验。拓展性讨论部分采用
三个指标刻画行业生产活动。一是工业增加值，二是企业个数，三是新企业个数，

根据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整理得到。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监测点所在地级市是否推行河长制的情况。② 我们手工
整理了２００４—２０１６年４９７个国控监测点和１５０个自动监测点所在地级市推行河长制
的情况。为保证手工整理数据的准确性，基于两个渠道整理了河长制的演进数据，

并进行交叉验证。一是通过百度百科检索各地区发布的河长制官方文件，手工整理
各地级市是否推行河长制，以及哪一年开始推行河长制的信息。例如，淮安市推行
河长制的时间根据 《中共淮安市委、淮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立 “河长制”加强水
环境综合整治和管理的决定》（淮发 ［２００９］１２号）得到。二是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关
键字 “河长制”（或 “河长”）的新闻报道，手工整理各地区推行河长制的信息。

河长制是否推行的哑变量，不能反映河长制在地区间实际执行力度的差异。为
此，我们从问责可行性和官员关注程度两个角度，构造刻画河长制执行力度的三个
连续变量。一是地级市所辖县 （市、区、旗）的数量。由于各地河流特征不一，治
理空间以及问责依据往往为辖区特有信息。县域数量越少，越容易形成合谋，隐藏
真实的治理信息，③ 使得上级政府缺乏问责的标尺。二是地级市内县 （市、区、旗）

长数量与辖区内河流长度的比值。三是地级市内县 （市、区、旗）长数量与辖区内
河流数量的比值。河长制能否有效执行，有赖于辖区主要官员 “亲自过问”。如果一
个官员负责的河流过长或数量过多，河长制的实际执行力度必然受到官员个人精力
的掣肘。地级市所辖县 （市、区、旗）及其行政首长的数量，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历年 “最新县及县以上行政规划代码”整理得到。地级市辖区内河流数量和总长
度，根据国家地理信息中心１∶４００万主要河流矢量分布图提取。

在拓展性讨论部分，根据已有研究，④ 我们采用官员年龄刻画地方官员的治理
激励。由于不同层级的地方官员面临的激励存在差异，我们分别收集整理了省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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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本文采用的水质指标根据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除水温、
总氮、粪大肠菌群外的２１项指标评价各项指标水质类别，按照单因子方法提取水质类
别最高者。
监测点所在地级市信息根据 《中国环境年鉴》得到。虽然存在部分县 （如浙江长兴县）
自主推行河长制的情况，但是我们将国控监测点与中国县级行政区域地图进行匹配后，
发现自主推行河长制的县并无匹配的监测点。因此，在本文样本中，监测点水污染数
据是否受到河长制的影响均在地级市层面识别。
参见王书明、蔡萌萌：《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 “河长制”评析》，《中国人口·资源
与环境》２０１１年第９期。
参见 Ｈ．Ｌｉ　ａｎｄ　Ｌ．Ｚｈｏｕ，“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ｕｒｎｏｖｅｒ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ｅ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８９，ｎｏｓ．９－１０，

２００５，ｐｐ．１７４３－１７６２．



市级以及县级主要官员的年龄数据。省级官员数据来自 Ｋａｈｎ等，① 市级官员数据
来自陈硕，② 县级官员数据根据各省份年鉴、百度百科、人民网县级领导资料库以
及中国名人录网站整理得到。国控监测点是否位于省级行政边界的数据来自于 《中
国环境年鉴》，根据各监测点经纬度坐标计算其相距最近边界的距离。

由于影响水污染的因素十分繁杂，为了缓解遗漏变量偏误，依据相关研究，③

我们加入一些控制变量。主要采用的控制变量包括人均ＧＤＰ、ＧＤＰ增长率、夜间灯
光亮度以及地表气温。人均ＧＤＰ和ＧＤＰ增长率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城市经济社会经济调查司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夜间灯光亮度
数据来自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ＮＯＡＡ）。地表气温数据来自国家气象科学
数据共享服务平台。需要指出，人均ＧＤＰ和ＧＤＰ增长率为监测点所在城市的数据，

位于城市边界的监测点取相邻城市的均值。夜间灯光亮度为以监测点作中心、半径

５ｋｍ的缓冲区灯光亮度。④ 气温为距离监测点最近的气象站测度的地表气温。在稳
健性检验和拓展性讨论部分，还包括其他一些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开放程度、

产业结构、财政分权、人口密度、失业率以及平均工资，数据来自历年 《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⑤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平行趋势假设事前检验

采用ＤＩＤ方法的基本前提是平行趋势假定。⑥ 即如果没有政策对处理组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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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Ｋａｈｎ，Ｐ．Ｌｉ　ａｎｄ　Ｄ．Ｚｈａｏ，“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ｔ　Ｂｏｒｄｅｒ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陈硕：《从治理到制度：央地关系下的中国政治精英选拔，１３６８—２０１０》，复旦大学经
济系工作论文，２０１６年。
参见 Ｍ．Ｋａｈｎ，Ｐ．Ｌｉ　ａｎｄ　Ｄ．Ｚｈａｏ，“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ｔ　Ｂｏｒｄｅｒ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Ｌ．Ｊｉａｎｇ，Ｃ．Ｌｉｎ　ａｎｄ　Ｐ．Ｌｉｎ，“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２，ｎｏ．１，２０１４，ｐｐ．１１８－１４２．
虽然近年来有文献认为，我国ＧＤＰ与夜间灯光亮度存在高度相关性 （参见徐康宁、陈
丰龙、刘修岩：《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性：基于全球夜间灯光数据的检验》， 《经济研
究》２０１５年第９期），但这不会对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造成干扰。并且，本文

ＧＤＰ与灯光亮度的口径并不一致，能削弱二者的相关性。为谨慎起见，我们去除灯光
亮度进行回归，发现本文结论没有变化。
限于篇幅未报告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参见 Ｍ．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Ｅ．Ｄｕｆｌｏ　ａｎｄ　Ｓ．Ｍｕｌ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Ｔｒｕｓ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１９，ｎｏ．１，



冲击 （反事实），处理组和控制组结果变量的变化趋势，不应随时间推移存在系统性
差异。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反事实的情况，但可以检验政策冲击前处理组和控制组是
否满足同趋势假设。图２报告受河长制影响的处理组和未受河长制影响的控制组，

溶解氧和化学需氧量的趋势变化情况。①可以发现，在河长制最早开始实施的２００７
年之前，处理组和控制组水污染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满足平行趋势假定。②

　　　　 图２ａ　溶解氧的趋势变化　　　　　　　　　　　图２ｂ　化学需氧量的趋势变化

（二）基准回归结果

我们在基准回归中将各水污染分项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见表１。③ 可以
发现，河长制显著提升了水中的溶解氧 （１％的显著性水平），溶解氧越少，水污染
越严重，这说明河长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水污染。具体而言，河长制使得溶解氧平
均上升了０．３６９个单位。本文样本中溶解氧的均值是７．２９０，可见河长制提升了约

５．０６％的溶解氧。因此就经济意义而言，河长制对溶解氧的政策效应是显著的。河
长制对表征水污染的其他指标基本呈负向影响，但均未通过至少１０％水平的显著性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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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２００４，ｐｐ．２４９－２７５．
①　限于篇幅未报告其他水污染指标的平行趋势图，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需要承认的是，河长制作为行政政策是地方政府综合决策的结果，因此河长制的推行
很可能是非随机的。但河长制的非随机推行，并未对本文的政策评估构成太大挑战。
一方面，虽然河长制在哪个地区推行存在自选择问题，但在时间维度上仍存在一定的
随机性。例如，无锡２００７年推行河长制缘于当年突然爆发的太湖蓝藻危机，昆明２００８
年推行河长制缘于时任市委书记２００７年底从江苏调任昆明。这些事件相对推行河长制
的地区而言，具有较大的外生性。另一方面，即使河长制在各地区非随机推行，只要
在加入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地区以及时间固定效应后，河长制是否在各地区推行
与地区间的水污染差异无关的识别假设成立，就不会对ＤＩＤ的识别策略造成干扰。在
本文一系列识别假定检验中，这一假设均成立。
多数地区在自主推行河长制时，未设定精准的水污染治理目标，或是宽泛地以改善水
污染为目标，或是把所有水污染指标均囊括为治理目标。如参见 《苏州市河 （湖）断
面水质控制目标》（苏办发 ［２００８］５９号）。



检验，表明河长制在地方实践过程中尚未全面改善水污染状况。①

表１　基准回归结果

溶解氧 化学需氧量 生化需氧量 氨氮 石油类 挥发酚 汞 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是否受河长制影响
０．３６９＊＊＊

（０．１３８）

－１．９６８

（１．７２９）

－３．７９２

（２．３０２）

－０．３７２

（０．３９６）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量 ３３７７　 ３３７７　 ３３７７　 ３３７７　 ３３７７　 ３３７７　 ３３７７　 ３３７７

Ｒ２　 ０．７９９　 ０．７３１　 ０．７１７　 ０．８８２　 ０．５８７　 ０．４６６　 ０．４０１　 ０．７５０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监测点层面的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统计显著；回

归均包括监测点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控制变量包括人均 ＧＤＰ、ＧＤＰ增长率、夜间灯光亮度以及地表

气温。

上述结果表明，河长制在地方实践的进程中，地方政府可能存在治标不治本的
粉饰性治污行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根据 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和 Ｍｉｌｇｒｏｍ提出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当代理人面临的工作具有多个目标或维
度时，由于委托人对于不同目标或维度的监督能力不同，代理人往往倾向于完成容
易监督 （测度）的目标，忽视那些不容易监督 （测度）的目标。② 河长制在地方实
践过程中制定的目标，或是比较模糊，或是囊括了所有水污染指标。由于缺乏针对
性目标，可能使得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打捞蓝藻、清除垃圾等方式治理水污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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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为进一步验证该结论，我们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综合水质，并参考Ｌａ　Ｆｅｒｒａｒａ等的做法
（参见Ｅ．Ｌａ　Ｆｅｒｒａｒａ，Ａ．Ｃｈｏｎｇ　ａｎｄ　Ｓ．Ｄｕｒｙｅａ，“Ｓｏａｐ　Ｏｐｅｒａｓ　ａｎｄ　Ｆｅｒｔｉｌｉｔｙ：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Ｂｒａｚｉｌ，”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４，ｎｏ．４，２０１２，ｐｐ．１－３１），
控制不同层面的固定效应 （监测点、水系以及县）。结果均表明，河长制并未显著改善综
合水质，限于篇幅未在文中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Ｂ．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ａｎｄ　Ｐ．Ｍｉｌｇｒｏｍ，“Ｍｕｌｔｉｔａｓｋ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Ａｇ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Ａｓｓｅｔ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Ｊｏｂ　Ｄｅｓｉｇ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７，１９９１，ｐｐ．２４－５２．
对各地推行河长制新闻报道的梳理发现，绝大多数地区在推行河长制期间治理水污染
的方式，多是打捞蓝藻和清理垃圾等。关于水污染治理效果，各地也更强调感官水质
的改善。例如，在治理方式上，整个太湖流域在推行河长制十年内打捞蓝藻１０００多万
吨 （参见 《太湖 “年轻”了》，《人民日报》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第３版）。徐州沛县关
于河道整治的报道，聚焦河里的水草、垃圾、漂浮物等被清理干净 （参见 《河长制助
江苏沛县从水系治理后进生变为优秀生》，２０１６年７月４日，ｈｔｔｐ：／／ｊｓ．ｐｅｏｐｌｅ．ｃｏｍ．
ｃｎ／ｎ２／２０１６／０７０４／ｃ３６０３０４－２８６０９８４７．ｈｔｍｌ，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日）。在治理效果上，天津
市在报道河长制效果时强调感官水质改善。参见 《天津 “河长制”：让河流从 “没人
管”到 “管到位”》，２０１６年８月２９日，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ｌｏｃａｌ／２０１６－
０８／２９／ｃ＿１２９２６０６２９．ｈｔｍ，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日。



以取得显而易见的感官治理效果。由于大水面作用是溶解氧的主要来源，地方政府
通过打捞蓝藻、清除垃圾等方式加大水面曝气面积，可以改善水体缺氧环境，有效
缓解黑臭水体问题。① 而水中的深度污染物如果未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公众识别
能力较弱，治理水污染的需求不足，② 地方政府缺乏治理水中深度污染物的激励。第
二，基层地方政府一方面面临上级政府关于推行河长制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具有促进

辖区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种相互矛盾的外部压力往往使地方政府在推行河长制的过程
中，采取象征性的治污策略，选择与经济增长不存在明显冲突的治污方式。这与

Ｌｕｏ等发现的我国上市公司公布低质量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具有一致的逻辑。③

（三）识别假定检验

尽管前文发现河长制取得初步的水污染治理效应，但这一结果仍可能受遗漏变

量以及自选择等问题的干扰。为了验证本文选择ＤＩＤ识别策略的可靠性，需进行多

个识别假定检验。④

１．事件分析
为了对事前平行趋势进行正式检验，我们遵循Ｊａｃｏｂｓｏｎ等的方法，⑤ 采用事件

分析的研究框架，评估河长制的动态效应。具体做法为，将 （１）式的Ｈｅ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ｉｔ
替换成表示河长制推行前和推行后若干年的哑变量，被解释变量采用溶解氧ＤＯ，

估计如下回归方程：

·３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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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姜伟、黄明：《苏州市城区河道黑臭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中国水运月刊》２０１２
年第１０期；李艳红等：《鄱阳湖区水体溶解氧现状及环境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
水利水电》２０１３年第１０期。
参见Ｇ．Ｈｅ　ａｎｄ　Ｊ．Ｐｅｒｌｏｆ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ａｎｔ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ｖｏｌ．６５，ｎｏ．１，２０１６，ｐｐ．１１９－１３９；Ｍ．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Ｒ．
Ｈａｎｎ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ｉｒ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ｎｆａｎｔ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０４，ｎｏ．１０，２０１４，ｐｐ．３０３８－３０７２．
Ｘ．Ｌｕｏ，Ｄ．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Ｊ．Ｚｈａｎｇ，“Ｗｈｏｓｅ　Ｃａｌｌ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ｉｒｍｓ’ＣＳＲ　Ｒｅｐｏｒｔｉｎｇ，”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６０，ｎｏ．１，２０１７，ｐｐ．
３２１－３４４．
除文章中报告的识别假定检验外，为谨慎起见，我们还参考Ｇａｌｉａｎｉ等的思路 （参见Ｓ．
Ｇａｌｉａｎｉ，Ｐ．Ｇｅｒｔｌｅｒ　ａｎｄ　Ｅ．Ｓｃｈａｒｇｒｏｄｓｋｙ，“Ｗａｔｅｒ　ｆｏｒ　Ｌｉｆｅ：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ｌｄ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１１３，ｎｏ．１，２００５，ｐｐ．８３－１２０），对河长制非随机推行可能带来的偏误再次进行检
验。结果发现，地区是否推行河长制更多受非时变变量的影响，未受到时变变量的影
响。而采用面板数据和ＤＩＤ识别策略，可以较好地消除非时变变量的干扰。限于篇幅，
具体检验结果未报告，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Ｌ．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Ｒ．ＬａＬｏｎｄｅ　ａｎｄ　Ｄ．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Ｅａｒｎｉｎｇｓ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８３，ｎｏ．４，１９９３，ｐｐ．６８５－７０９．



　　ＤＯｉｔ＝β－３Ｄ－３＋β－２Ｄ－２＋β－１Ｄ－１＋β０Ｄ０＋β１Ｄ１＋β２Ｄ２
　　　　＋β３Ｄ３＋λＸｉｔ＋αｉ＋γｔ＋εｉｔ （６）

其中，Ｄ０是河长制开始推行年份的哑变量，Ｄ－ｓ是河长制推行前第ｓ年的哑
变量，Ｄｓ是河长制推行后第ｓ年的哑变量，ｓ＝１，２，３。需要指出，由于河长
制并非同时在所有地区开始推行，因此对于不同地区而言，Ｄ０表征不同的年
份。我们省略了推行前三年以上的年份，河长制政策效应评估，以政策实施三
年前作为基准。

图３报告估计参数 β
︿
－３，β

︿
－２，β

︿
－１，β

︿
０，β

︿
１，β

︿
２，β

︿
３｛ ｝的大小及对应的９５％置信

区间。可以发现，河长制推行前年份哑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未通过５％水平的显著
性检验。这正式验证了，受河长制影响的处理组和未受河长制影响的控制组，满足
平行趋势假定。因此，２００７年以后处理组相对控制组，溶解氧出现显著上升，是河
长制推行的结果，而不是事前差异的结果。

图３　河长制的动态效应

　　　注：垂直于横轴的虚线表示９５％置信区间。

２．结构断点检验

进一步参考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和 Ｈａｎｎａ的做法，① 采用时间序列分析中常用的结构断

点检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Ｂｒｅａｋ　Ｔｅｓｔ）方法，检验ＤＩＤ策略的可靠性。该检验包括两个步

骤。第一，假定每个年份为政策实施期，对估计得到的政策效应进行Ｆ检验。第

二，在每个年份对应的Ｆ检验值中挑选最大者，得到匡特似然比统计量，从而判断

是否存在结构断点。图４检验结果②显示，结构断点很明显地出现在河长制推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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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Ｇｒｅｅｎｓ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Ｒ．Ｈａｎｎａ，“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ｉｒ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ａｎｔ　Ｍｏｒ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ｄｉａ．”
限于篇幅未报告结构断点检验的具体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后，表明基于ＤＩＤ模型识别的河长制初步水污染治理效应是真实存在的。

图４　结构断点检验结果

３．选择问题处理
现在进一步检验河长制的推行时间，是否与样本初期各地区的水污染状况相关。

具体估计如下回归方程：

　　Ｈｅ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Ｙｅａｒｉ＝κＤＯ２００４ｉ ＋λＸ２００４ｉ ＋ηｉ （７）

其中，Ｈｅ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Ｙｅａｒｉ为ｉ监测点开始受到河长制影响的年份，ＤＯ２００４ｉ 为ｉ监
测点２００４年的溶解氧值，Ｘ２００４ｉ 为控制变量集合，取２００４年值。ηｉ为误差项。表２
报告选择偏误检验结果。可以发现，当不控制地区固定效应时，溶解氧与监测点所
在地区推行河长制的年份，呈显著的正向关系 （１％或５％的显著性水平），表明水
污染越不严重的地区，越晚推行河长制。但是，一旦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溶解氧
与河长制开始推行年份之间的关系就不再统计显著。这充分说明，本文的基准回归
不存在明显的选择偏误问题。

表２　选择偏误检验结果

河长制开始推行的年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溶解氧
０．０８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６＊＊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３）

控制变量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地区固定效应 无 无 省份 省份 水系 水系

样本量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４

Ｒ２　 ０．１０８　 ０．３０４　 ０．７７４　 ０．８００　 ０．５８２　 ０．６３２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省级 （水系）层面的标准误差；＊、＊＊和＊＊＊分别代表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统计显

著；控制变量包括人均ＧＤＰ、ＧＤＰ增长率、夜间灯光亮度以及地表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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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河长制的初步水污染治理效应受到遗漏变量干扰的可能，我们参考

Ｃｈｅｔｔｙ等的做法，通过随机选择河长制实施的年份以及受到河长制影响的监测点，

进行安慰剂检验。① 基于随机选择的样本，我们重复进行了５００次基准回归，图５
报告回归系数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基于随机样本估计得到的系数分布在０附近，

而基准回归估计的系数 （０．３６９）完全独立于该系数分布之外。这表明，河长制对溶
解氧的政策效应并未受到遗漏变量的干扰。

图５　安慰剂检验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首先，针对河长制的初步水污染治理效应进行检验。基于ＤＩＤ分析框架，展开
如下稳健性检验。其一，增加额外的控制变量，结果见表３列 （１）。其二，依据谭
之博等的做法，② 采用一省份内同时推行河长制和完全未推行河长制的子样本进行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３列 （２）。其三，借助 Ｈｅｃｋｍａｎ等提出的ＰＳＭ－ＤＩＤ方法先筛
选对照组，③ 再进行ＤＩＤ回归，结果见表３列 （３）。其四，为排除异常值干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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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Ｒ．Ｃｈｅｔｔｙ，Ａ．Ｌｏ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Ｋ．Ｋｒｏｆｔ，“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９９，ｎｏ．４，２００９，ｐｐ．１１４５－１１７７．限于
篇幅未报告随机挑选年份和监测点的步骤，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谭之博、周黎安、赵岳：《省管县改革、财政分权与民生———基于 “倍差法”的估计》，
《经济学 （季刊）》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Ｊ．Ｈｅｃｋｍａｎ，Ｈ．Ｉｃｈｉｍｕｒａ　ａｎｄ　Ｐ．Ｔｏｄｄ，“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ｓ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ｏｒ，”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６５，ｎｏ．２，１９９８，ｐｐ．２６１－２９４．



于被解释变量５％—９５％分位点数据进行回归，结果见表３列 （４）。其五，为避
免联立方程偏误，将所有解释变量滞后１期，重新进行回归，结果见表３列 （５）。

其六，考虑到不同水系的水污染随时间推移可能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进一步加
入 “水系—年份”联合固定效应，结果见表３列 （６）。其七，考虑到残差项可能
存在空间相关性，将标准误差聚类到 “河流—年份”层面进行检验，结果见表３
列 （７）。此外，参考Ｋａｈｎ等的做法，① 进一步采用Ｃｏｎｌｅｙ提出的空间 ＨＡＣ标准
误差进行检验，② 结果见表３列 （８）。稳健性检验表明，河长制的初步水污染治理
效应成立。

表３　稳健性检验结果

溶解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是否受河长制影响
０．２８５＊＊

（０．１４０）

０．６６７＊＊＊

（０．２３３）

０．３５６＊＊

（０．１３９）

０．２７８＊＊＊

（０．１０８）

０．３１３＊＊

（０．１５９）

０．２５１＊

（０．１４２）

０．３６９＊＊

（０．１５９）

０．３６９＊＊＊

（０．０８２）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量 ２９１０　 ２９５６　 ３２１２　 ３０４３　 ２８５７　 ３３７７　 ３３７７　 ３３７７

Ｒ２　 ０．８０３　 ０．７８２　 ０．７９８　 ０．７９６　 ０．８４８　 ０．８１５　 ０．７９９　 ０．７９９

　　　注：列 （１）— （６）括号内为聚类到监测点层面的标准误差，列 （７）和 （８）括号内分别为聚类到河

流—年份层面的标准误差和空间 ＨＡＣ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统计显著；回归

均控制了监测点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列 （６）进一步控制了水系—年份固定效应；控制变量包括人均

ＧＤＰ、ＧＤＰ增长率、夜间灯光亮度以及地表气温，列 （１）进一步控制了产业结构、财政分权、人口密度、失

业率以及平均工资；列 （５）中所有解释变量均为滞后一期项。

进一步，参考Ｇｕｏ的做法，③ 我们脱离ＤＩＤ分析框架，采用面板 ＶＡＲ模型，

估计河长制的冲击对溶解氧的影响。图６报告溶解氧对河长制的脉冲响应函数图。④

可以发现，河长制冲击在当期对溶解氧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可见，即使更换估计
模型，河长制的初步水污染治理效应依然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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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Ｋａｈｎ，Ｐ．Ｌｉ　ａｎｄ　Ｄ．Ｚｈａｏ，“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ｔ　Ｂｏｒｄｅｒ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空间 ＨＡＣ标准误差需要先验地设定空间相关的范围和序列相关的阶数，表３列 （８）
报告的标准误差设定５ｋｍ范围空间相关，滞后一期序列相关。为避免结果受到先验设
定的干扰，还分别设定空间相关范围为５０ｋｍ或１００ｋｍ，与滞后一期或两期序列相关组合
起来计算标准误差，结果发现，文中结论仍然成立。详见 Ｔ．Ｃｏｎｌｅｙ，“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ｓ，”ｉｎ　Ｓ．Ｄｕｒｌａｕｆ　ａｎｄ　Ｌ．Ｂｌｕｍｅ，ｅｄｓ．，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０８，ｐｐ．７４１－７４７．
Ｓ．Ｇｕｏ，“Ｈｏｗ　Ｄｏｅｓ　Ｓｔｒａｗ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Ｕｒｂａｎ　Ａ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Ｔｈｅ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Ｇｅｎｅｖａ，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Ｓｅｐｔ．２０１７．
限于篇幅未报告面板ＶＡＲ模型的具体估计过程和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图６　溶解氧对河长制的脉冲响应

　　　注：阴影部分是９５％置信区间。

其次，针对河长制并未显著降低水中深度污染物这一结论进行检验。考虑到水
污染治理见效可能存在较长的滞后期，在基准回归中未发现河长制对水中深度污染
物的影响，可能仅因采用的样本期偏短，河长制对水污染的全面治理效应尚未表现
出来。

为了避免这一因素对本文结论造成干扰，我们基于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１５０个自动监
测点的非平衡面板数据，从更长时期对河长制的污染治理效应进行评估，结果见表

４。可以发现，即使采用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的样本，在地方实践过程中，河长制仍然未
能显著降低水中深度污染物，从而未能实现水质的全面改善。① 考虑到我国地方政
府在治理化学需氧量上具有丰富经验，② 并且在 “十一五”规划短短五年期间超额
完成１０％的化学需氧量减排任务，③ 有理由相信，河长制并未显著降低水中深度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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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验证该结论的稳健性，我们提取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平衡面板数据 （８３个监测
点）再次进行回归，发现文中结论仍然成立。考虑到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自动监测点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国控监测点有不少重合，现将两套数据进行组合，构造２００４—２０１６
年自动监测点非平衡面板数据和平衡面板数据，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均表明，文
中结论依然得到支持。限于篇幅未报告详细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参见 Ｚ．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参见 《环境保护部公布２０１０年度及 “十一五”全国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结果　
“十一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任务全面完成》，２０１１年８月２９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ｚｈｂ．ｇｏｖ．ｃｎ／ｇｋｍｌ／ｈｂｂ／ｑｔ／２０１１０８／ｔ２０１１０８２９＿２１６６０７．ｈｔｍ，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



染物，更可能是治标不治本的粉饰性治污行为所致。① 因此，一方面要认识到河长
制在地方实践过程中的积极意义 （初步的水污染治理效应），另一方面也不应回避河
长制在地方实践过程中暴露的不足。

表４　基于２００６—２０１６年样本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化学需氧量 氨氮 综合水质 劣Ｖ类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是否受河长制影响
０．６７５

（０．７８２）

０．５０３

（０．７５８）

－０．０１６

（０．１６１）

０．０５９

（０．１７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８４）

－０．０６０

（０．０９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４）

控制变量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样本量 １３０１　 １０３１　 １３０１　 １０３１　 １２９９　 １０２９　 １３０１　 １０３１

Ｒ２　 ０．６５０　 ０．６８９　 ０．６８８　 ０．７１５　 ０．８５８　 ０．８７５　 ０．７１０　 ０．７４６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监测点层面的标准误差；回归均控制了监测点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控制变量

包括人均ＧＤＰ、ＧＤＰ增长率以及地表气温；综合水质分为Ｉ、ＩＩ、ＩＩＩ、ＩＶ、Ｖ以及劣 Ｖ类，分别用１—６衡

量；劣Ｖ类是哑变量，当水质为劣Ｖ类时，该变量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四、拓展性讨论

（一）河长制的执行力度

现在进一步采用连续变量刻画河长制的执行力度，表５报告基于方程 （２）式的
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河长制实际执行力度显著提升了溶解氧。这表明，即使采用
连续型变量替换河长制哑变量，河长制的初步水污染治理效应仍然显著存在。同时
说明，河长制的实际执行力度越强，产生的初步水污染治理效应越大。

表５　河长制执行力度对溶解氧的影响

溶解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 （县域数量）
０．１０２＊＊

（０．０５１）

０．１０１＊

（０．０５１）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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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近年来媒体报道了一些河长制改善水质的新闻，但这并不能对本文的结论构成太
大挑战。第一，媒体报道援引的数据往往来自地方政府，存在操纵水质数据的可能。
第二，水质可由单指标水质类别和综合指标水质类别衡量，媒体很可能依前者评价水
质，本文因采用后者而更加全面。并且，如果媒体报道的水质是基于溶解氧评价的单
指标类别，实际上已被本文发现的河长制初步水污染治理效应所验证。第三，媒体报
道仅反映个案情况，而本文采用的４９７个国控监测点和１５０个自动监测点基本覆盖全国
重要水系，结论反映整体情况。



续表５

溶解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ｌｎ （县级行政首长数量）／

ｌｎ （河流数量）

０．１６３＊

（０．０９７）

０．１６２＊

（０．０９８）

ｌｎ （县级行政首长数量）／

ｌｎ （河流长度）

０．６０１＊

（０．３１０）

０．５８９＊

（０．３１３）

控制变量 无 有 无 有 无 有

样本量 ３３７７　 ３３７７　 ３３７７　 ３３７７　 ３３７７　 ３３７７

Ｒ２　 ０．７９８　 ０．７９９　 ０．７９８　 ０．７９９　 ０．７９８　 ０．７９９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监测点层面的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统计显著；回归

均包括监测点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控制变量包括人均ＧＤＰ、ＧＤＰ增长率、夜间灯光亮度以及地表气温。

（二）河长制的空间溢出效应

下面进一步考察河长制的空间溢出效应。图７报告方程 （３）式不同地理阈值
下，系数α的估计结果及对应的９５％置信区间。可以发现，河长制对溶解氧的作用
在３００ｋｍ范围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超过３００ｋｍ的空间溢出效应基本不再
具有统计意义。① 这一结论表明，在全面推行河长制的进程中，需要谨防邻近地区

图７　河长制的空间溢出效应

　　　注：垂直于横轴的虚线表示９５％置信区间。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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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验证这一结论的稳健性，现将河长制哑变量空间滞后项，更换为对应地理阈值的哑
变量，再次对河长制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河长制的局部空间溢出效
应依然得到支持。限于篇幅未报告相关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可能存在的 “搭便车”现象。①

（三）异质性分析

首先，前文的分析指出，河长制依赖于地方官员的 “人治”。在官员晋升锦标赛
下，随着中央逐渐加大环境治理考核力度，② 河长制的污染治理效应可能会受到地
方官员晋升激励的影响。我们采用年龄刻画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③ 由于不同层级
地方政府官员的环境治理激励可能存在差异，④ 需分别考察省长、市长以及县长年
龄对河长制治理效应的影响。⑤

表６列 （１）报告省长的估计结果。⑥ 可以发现， “省长年龄×是否受河长
制影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５％的显著性水平）。这一结果显示，省长的年
龄越大，越会降低河长制的初步治理效应。而年龄越小的省长，出于长期职业
生涯的考虑，更可能注重辖区环境治理。这与 Ｋａｈｎ等的结论一致。⑦ 列 （２）

报告的市长估计结果发现，“市长年龄×是否受河长制影响”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正 （５％的显著性水平）。与省长相似，市长年龄同样显著影响河长制的治理效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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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由于推行河长制的处理组与未推行河长制的控制组大多分属不同省份，河长制的局部
空间溢出效应不太可能对控制组造成影响。
在本文样本期内，中央政府越来越强调 “科学发展观”。例如，中央政府在 “十一五”
规划中首次对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提出约束性减排要求。
年龄虽是影响地方官员晋升激励的重要因素，但非唯一因素。本文整理了市长和
市委书记的任期、工作年数、学历以及籍贯等特征变量，研究河长制治理效应是
否取决于地方官员其他特征。限于篇幅未报告相关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
索取。
参见Ｒ．Ｗａｎｇ，Ｆ．Ｗｉｊｅｎ　ａｎｄ　Ｐ．Ｈｅｕｇｅｎ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Ｇｒｅｅｎ　Ｇｒｉｐ：Ｍｕｌｔｉｆａｃｅ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鉴于我国各地党委和政府部门主要领导的职责分工不同，党委书记一般不负责具体经
济社会事务，且在地方自主推行河长制的过程中，较少有党委书记担任河长 （参见常
纪文：《河长制的法制基础和实践问题》，《水利建设与管理》２０１７年第３期），可以预
期河长制治理效应并不取决于党委书记年龄特征。事实上，基于省委书记、市委书记
以及县委书记的实证检验结果与我们的预期相符。由此可见，在全面推行河长制的进
程中，需要进一步落实党政同责制度。
需要指出，在本文样本期间，的确存在省级政府一把手官员担任河长的情况 （如江苏

２００８年由时任省长罗志军同志担任望虞河河长）。同时，考虑到存在省级副职官员担任
河长的情况，我们整理了常务副省长的年龄，对其是否影响河长制治理效应进行检验。
结论表明，省级副职官员年龄同样是影响河长制治理效应的重要因素。限于篇幅未报
告具体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Ｍ．Ｋａｈｎ，Ｐ．Ｌｉ　ａｎｄ　Ｄ．Ｚｈａｏ，“Ｗａｔｅｒ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ｔ　Ｂｏｒｄｅｒｓ：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应。但不同的是，年龄越大的市长，越可能推动河长制的治理效应。可能的原

因是，与省长相比，市长因环境事故遭受处罚的可能性更高。为了避免因处分

导致多年努力付之东流，相比年轻市长，年长的市长更有动力加强河长制的治

理效应。

表６列 （３）报告的县长估计结果发现，与省、市级官员不同，县长年龄并未显

著影响河长制的治理效应。这可能源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作为基层政府，与省

市级政府相比，县级政府面临经济增长目标的 “层层加码”，经济增长压力更大。同

时，由于中央政府监管效果逐层递减，县级政府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这两种

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县长的晋升激励与环境治理 “脱钩”。另一方面，在本文样本

中，河长制均由省级或市级政府自主推行，并不存在县级政府自主推行河长制的情

况。在省管县和市管县的行政体制下，河水治污主要由省级或市级官员负责，县长

更多地扮演执行河长的角色，因而河长制治理效应并不因县长而异，这也符合河流

的自然地理特点。

表６　异质性分析结果

溶解氧

（１） （２） （３） （４） （５）

是否受河长制影响
３．３５２＊＊＊

（１．２１１）

－３．２２２＊＊

（１．６２４）

－２．１２３

（２．８７９）

０．３５５＊＊

（０．１５２）

０．４２３＊＊

（０．２０６）

省长年龄×

是否受河长制影响

－０．０５２＊＊

（０．０２０）

市长年龄×

是否受河长制影响

０．０６９＊＊

（０．０３３）

县长年龄×

是否受河长制影响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６）

是否位于边界×

是否受河长制影响

０．０６８

（０．３３３）

相距最近边界的距离×

是否受河长制影响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样本量 ３３７７　 ２７９２　 ２１３８　 ３３７７　 ３３７７

Ｒ２　 ０．８００　 ０．８０１　 ０．８４１　 ０．７９９　 ０．７９９

　　　注：括号内为聚类到监测点层面的标准误差，＊、＊＊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统计显著；回

归均包括监测点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控制变量包括人均ＧＤＰ、ＧＤＰ增长率、夜间灯光亮度以及地表气

温；回归包括省、市以及县长的年龄变量，限于篇幅未报告。

其次，根据前文分析，河长制使得责任落实到地方主要官员，以邻为壑的负外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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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性被内部化，可能有助于上下游共治。表６列 （４）和列 （５）报告，“位于边界×
是否受河长制影响”以及 “相距最近边界的距离×是否受河长制影响”的系数估计
结果。二者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河长制的初步水污染治理效应，不因是否位
于边界或靠近边界而存在差异。就河长制的初步水污染治理效应而言，地方政府在
行政边界并不存在以邻为壑的行为。

（四）河长制有效治理工业污染了吗

根据 《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０６］３６
号），水污染有三个来源：工业污染、生活污染以及农业污染。长期以来，各级政
府环保部门在治理农村生产生活污染方面往往鞭长莫及，① 而在治理工业污染方面
却有着十分丰富的政策工具 （如税收征管、土地出让等）。前文的结论发现，河长制
在地方实践过程中并未显著降低水中深度污染物。这一结果仅因地方政府未能有效
治理农业和生活的污染所致，还是因地方政府同样未能对工业污染进行有效治理？

明晰这一问题，对于在全面推行河长制的进程中把握水污染治理的抓手具有重要现
实意义。

从河长制在各地的推行过程来看，尽管部分地区通过关闭本地污染企业和拒绝
污染企业迁入等措施治理水污染，但这是否为普遍现象，仍需要通过严谨的实证分
析加以检验。为此，我们基于方程 （５）式，识别河长制是否显著减少了辖区水污染
密集型行业的生产活动。现考察３０个二位数行业，其中７个行业是水污染密集型行
业，其余２３个行业是非水污染密集型行业。划分标准来自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公报》。②

表７报告相关估计结果。其中，列 （１）— （３）为未控制联合固定效应的结果，
“是否属于水污染行业”的估计系数为正 （１％显著性水平），说明本文样本中各地区
产业结构，仍然偏向于污染密集型行业。 “是否受河长制影响×是否属于水污染行
业”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列 （４）— （６）控制联合固定效应后，这一
结果仍然保持不变。这表明在地方实践过程中，河长制并未显著减少辖区水污染密
集型行业的生产活动。由此可见，在全面推行河长制的过程中，除农业和生活的面
源污染外，工业点源污染仍是全面治理水污染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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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宋国君等：《中国农村水环境管理体制建设》，２００９年５月２６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ｚｈｂ．ｇｏｖ．ｃｎ／ｈｏｍｅ／ｚｔｂｄ／ｒｄｚｌ／ｈｚｈｚｈ／ｇｆｐｌ／２００９０５／ｔ２００９０５２６＿１５２０１３．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７年

３月１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
《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２０１０年２月１１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ｔｊｓｊ／ｔｊｇｂ／ｑｔｔｊｇｂ／ｑｇｑｔｔｊｇｂ／２０１００２／ｔ２０１００２１１＿３０６４１．ｈｔｍｌ，２０１７年１月５日。



表７　河长制与工业污染治理

工业增加值 企业个数 新企业个数 工业增加值 企业个数 新企业个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是否受到河长制影响×

是否属于水污染行业

－０．０３１

（０．０９６）

０．０６１

（０．０５４）

－０．１３９

（０．２３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２）

－０．０５７

（０．１８３）

是否受到河长制影响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５）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９）

０．０１７

（０．１５０）

是否属于水污染行业
０．５９０＊＊＊

（０．０５１）

０．４４６＊＊＊

（０．０２９）

０．７７８＊＊＊

（０．１０８）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无 无 无

样本量 ３３４６９　 ３３６５５　 ３３６５５　 ３４２４６　 ３４４４７　 ３４４４７

Ｒ２　 ０．３３６　 ０．４２２　 ０．１４３　 ０．９３３　 ０．９７５　 ０．６３６

　　　注：列 （１）— （３）括号内的标准误差聚类到城市层面，同时控制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列 （４）— （６）

括号内的标准误差聚类到省级层面，同时控制 “城市—年份”、“行业—年份”以及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变量包括人均ＧＤＰ、开放程度、产业结构、财政分权、人口密度、失业率以及平均工资；＊、＊＊和＊＊＊分别表

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统计显著。

结　　论

本文利用我国多个地方政府渐进性推行河长制的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的

识别策略，评估河长制在地方实践过程中对水污染的治理效果。实证结果显示，在
地方政府自主实践过程中，河长制显著提升了水中溶解氧，缓解了水体黑臭问题，

达到了初步的水污染治理效果。但是，河长制并未有效降低水中深度污染物，可能
揭示了地方政府治标不治本的粉饰性治污行为。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提出，当代
理人面临多个目标任务时，倾向于完成易为委托人测度的目标，忽视不易测度目标。

本文研究结果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来自中国水污染治理领域的经验证据。

２０１６年底，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深改组第２８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全面推
行河长制的意见》。李克强总理在２０１８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再次强调全面推行河长
制。本文研究从河长制对水污染初步治理效应的地方局部实践，验证党中央和国务
院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重大决策，对于治理我国水污染问题的必要性。在将河长

制从地方实践上升为国家行动的全面推行河长制过程中，需要不断总结经验，健全
环保信用评价，本研究发现的地方实践存在的不足，具有重要参照价值。

中央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指出，① “建立健全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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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以下所引内容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
见〉》，《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２日，第１版。



心的责任体系，明确各级河长职责，强化工作措施，协调各方力量，形成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我们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有助于解决河长制地方实
践过程中暴露出的党政官员职责不一、基层官员缺乏激励的问题。该意见还指出，
“立足不同地区不同河湖实际，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实行一河一策、一湖一策，解
决好河湖管理保护的突出问题”，“建立健全河湖管理保护监督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

拓展公众参与渠道，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和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实行生态环境
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我们
认为这也是十分必要的。本文研究表明，河长制在地方实践过程中缺乏针对性目标，

导致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扭曲。针对河流实际污染情况制定精准的治理目标，通过
“精耕细作”重点解决突出问题，有益于避免水污染治理 “广种薄收”。建立多部门
联动、协调有序的河长办，同时鼓励公众参与，增设民间河长，有助于分担主要官
员的具体事务工作，提升河长制执行效能。此外，引入第三方专业水质检测机构进
行监督，弥补公众监督固有的不足，可以健全河湖管理保护监督机制。

沿着新发展理念指引的方向前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要充分
认识实施山水林田湖一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的重要性、紧迫性、艰巨性。习近平强
调，“要加强水污染防治，严格控制七大重点流域干流沿岸的重化工等项目，大力整
治城市黑臭水体，全面推行河长制，实施从水源到水龙头全过程监管。”① “实践证
明，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要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
明建设责任制，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针对决策、执行、监管中的责任，

明确各级领导干部责任追究情形”。“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不
论是否已调离、提拔或者退休，都必须严肃追责”，“决不能让制度规定成为没有牙
齿的老虎”。② 抓住了 “关键少数”，才能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责任编辑：许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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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
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７６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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